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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政治里面，永远要面对两件事情。一个是现状如何，一个是可能性如何。一定要有份现实主义，

一定要有份理想主义，一定要有份实用主义，一定要有份乌托邦理念。如果只关注现状而不关注可能性，

那么政治就不会向前发展，也不可能对现状发展出批判。最后就会后退到公民成了“安静的子民”或整个

社会进入敌我状态。不可能与对方对话，也不会去争取什么。对政治进行思考，不能只是着眼于现实，而

必须同时考虑一些规范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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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政治社群、政治团体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可以简略地认为是一种政治观的表达。

首先，我们需要对政治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做一个区分。政治观就是对于政治

共同体内部的政治关系的了解，当然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存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面向

的关系。我认为政治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敌我的政治观”，即把政治关系看成敌我的

关系，也就是施米特讲的政治就是区分敌人与朋友的事务。第二种是对手型的政治关系，在

当今的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基本上属于这个类别，指涉的是不同阵营间的竞争或竞赛。这与

前一种政治观自然存在明显区别。敌我政治观是要消灭对方，基本上是一种战争状态或潜在

的战争状态。即使没有爆发战争，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对手型的政治观中，尽管双方

一样地存在利益的冲突，但是没有达到必须诉诸战争的地步，仍然可能在竞赛的规则之下同

时展开竞争。但这个竞赛的结果可能对我不利的时候，一方可能试图改变竞赛规则以使最后

的结果对己有利。同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即竞赛一方在获胜无望的情景下先认可竞赛的

结果，暂时忍气吞声韬光养晦，以图最后东山再起推翻此前的竞赛结果。第三种是合作型的

政治观。在现代社会可能很多人会对此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质疑政治合作的可能性。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所理解的政治关系中，同时混杂着敌我型、对手型和合作型三种政治关系。

每个社会在进行政治运作时，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假定了政治合作的必要性。在某些特定的历

史时空，敌我型的政治关系支配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紧张。简单地讲就

是内战的状态。民主国家在比较激烈的政党竞争的情形下，可以称之为对手型的政治关系。

即使在这种对手型的关系中，仍然存在政治合作的必要甚至期待。 

我为什么先要阐述这三种政治观呢？因为跟我今天谈论的民主政治有干系。众所周知，

民主不可能在敌我型的政治架构中获得。我对民主制度的了解包括三个因素：第一个这个社

会存在差异、存在分歧、存在不同的意见，存在不同的利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大家想法与

利益都一致，就没有民主可言。民主的第一个假定就是这个社会就分歧与差别。民主假定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虽然有这些差异的存在，但我们都期望能够达成一定共识。如果没有达成共

识的愿望与行动，也就没有民主可言。民主的第三个假定就是达成的决定，必须以共同体的

意志或名义贯彻下去。在我用分析哲学的视角看来，民主必须包含以上三个必要成分，即差

异的存在、达成共识和以全体的名义执行共识。这三个成分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就没有

民主可言。按照这个思路，我认为民主必须处理三个问题或者说满足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

我称之为正当性，大陆学人一般称之为合法性。第二个是合理性。最后一个是公共性。其实

我讲的这三个标准是直接因应上述民主的三个假定而来的。民主最后是必须要达成一个最后

的决定的。如果我们不通过民主的程序来达成决定的话，而由某个人或某种势力决定，那么

这就不是民主。民主要满足正当性的要求，就是说民主必须符合程序、必须是多数人的意志

的表达，这是一个常识。对于民主有一种很朴素的认识，即认为只要满足符合程序的要求，

这种决定就是正当的和对的。假如追问是否符合正当性的决定都是对的，这种人就会以其符

合多数人的意志加以肯定。我们假定用民主程序来决定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假定多数人最

后认为地球是方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民主的决定是对是错，有两种可能回答

的方式。第一种回答是只要符合民主的程序肯定是对的。如果脱离民主程序来谈论多错问题，

人们就会追问这种衡量的标准是哪里产生的。比如在当今社会受到质疑的专家政治。如在台

湾关于核能发电站是否该建设，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说，核能发电站该不该建、是

否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等等都是专家的事情。公众不应该发言。另外一派人就会反对这种说法。

他们认为这是公共事务，即使专家的意见也只是给公民提供一个参考而已。做最后决定的应

该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多数人来决定。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有一定道理，流行的民主观是无法

回答这个问题的。其实民主的结论是否正当，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其实就是要求民主

产生的结论除了符合程序的正当性标准外，还必须符合结果的正当性。民主的一个基本预设



 

 

就是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其实这可能牵涉到很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包括对客观世界的

认知以及个人的利益和成见。面临如此多的差异，却要求形成一个独立于这些差异的民主标

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民主要以整个共同体或者说人民的名义来实行，今天中华人民共和

国 13 亿人通过一项法律，假设是多数人投票通过，那么最后就不会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行，

而会一全部中国人的名义实行。可是我们都知道，在投票的程序里，只有大约七亿人同意。

我们自然会追问，那么剩下的 6 亿人的意见到哪里去了？民主理论就会告诉你，少数服从多

数。那么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同意的基础有多种多样的，比如建立在枪杆子的

威逼、利益的诱惑或根据某项契约的基础之上。少数人的服从必须要给一个说法。这就是合

理性的问题。公共性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多数人的决定如何转变成全体人民的意志。这三个标

准是彼此独立的，可是我们对于民主的了解往往只注意到正当性的标准问题。我们设定了一

套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原则，就以为得出的民主结论就一定会符合上述三

个标准。如果希望对民主的了解更加深入，那么就不能仅仅把对民主的要求停留在第一个标

准上，而应该要求它同时满足正当性、合理性和公共性三个标准。 

那么如何满足这三个标准？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条件不同，满足的方式自然会存在差

异。如果满足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政治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代的民主理论在如何

满足这三个标准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多的争论。 

在我们的日常理解或教科书的解读中，我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可能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公

民政治的理解，也不会是一个完全的民粹政治的理解，而更多的可能想到是投票民主和选举

政治。在今天的台湾就是如此。投票民主其实只能满足正当性的标准。即使是就投票的民主

而言，也预设了很多的东西。众所周知，美国宪法有十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都是关于最基

本的人权的，把它独立出来的意味就在于，关于这些基本人权不允许人们通过民主程序和立

法程序来进行变更。必须预设一些更加高级的东西不允许民主程序来干涉、妨碍和限制的。

就日常生活的事例而眼，1980 年代爱滋病刚刚流行，全世界人心惶惶，我想就此举一个假

设的例子。假设当时有人站出来说，爱滋病的感染力很强，又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于是建

议整个社会用民主的程序通过一项法令，将所有患有爱滋病的病人关到集中营，甚至将他们

统统杀死。很可能这项法令会通过。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民主的程序很可能会伤害到一些

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因为投票的人相信这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我假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即

使是投票式的民主政治，也假设了一些基本人权，而这些基本人权是不允许民主程序进行干

预的。那么，人们就会追问，基本人权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拥有更高的位阶？这

是无法通过第一个标准即投票式民主提供的正当性来解释的，而必须诉诸民主的合理性的标



 

 

准。并不说只要是多数人的意见和决定就必然是好的，而必须对之采取质疑的态度。基本人

权就是我们对之进行怀疑的一个标准，基本人权上是先于政治的，不允许政治进行干预。这

就说明，我们对于什么是合理的或者说好的生活有一种独立于民主程序之外的理解。 

无论在大陆或者是台湾，都曾经流行过对民粹的批评和检讨。最近半年来，在台湾出现

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一份杂志试图为民粹洗脱污名。在 1990 年代，一些倾向于自

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曾经写文章，对当时社会的民粹倾向作了批评。但现在有一些反批评的倾

向，认为反民粹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姿态。而民粹就意味着底层、人民和大多数人的意见。他

们认为精英是因为对人民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所以才批评民粹。对于民粹，积极地肯定或

否定的知识分子都存在。我想对民粹做一个界定，这种界定或许有助于消解上述的对民主的

争议。不需要询问民粹里的“民”是有知识的还是没有知识的、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是上

层还是上层，我认为民粹政治有两个特色，首先民粹民主肯定是由统治者来发动的并且有他

们来召唤人民。一般的关于民粹的概念没有很好地梳理这个意思，他们关注的是被召唤者，

但事实上被召唤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民众是不是政治的组织者。任何领导者都要召唤人民跟

着他们的方向走。其次，民粹政治的特色还在于，他们往往超越现有的政治体制或宪政体制，

跳过了既有的民意形成体制。民意形成体制在任何社会都是应该存在的，可是民粹政治往往

试图超越这个体制，直接对人民进行召唤。 

这种民粹政治会导致什么结果呢？首先它会致力于塑造一个特殊的概念：人民。人民在

这里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在汉语语境里，人民与民众没有明显的区别，可是在英语语境里，

人民是一个集体概念，它不是由单个的个体组成的，而是被统治者发明和塑造的。17 世纪

的霍布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他指出没有国家就没有人民，没有政治力量的组织，也就没有

人民的存在，所产生的就是“杂众”（乌合之众）。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如洛克、

卢梭等政治哲学家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概念，人民是有政

治力量所塑造的，因此是先有了国家然后才会有人民的存在。民粹政治的最大特色就在于统

治者必须尽力去塑造人民。这种塑造往往是与民粹领袖的能力有莫大的关系。这种能力就是

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型领袖、宗教叙述中所谓的天命观和乌托邦的幻想能力。不管民粹政治

召唤人民的借口或理由是什么，他们都希望这种召唤能够产生一个“集体的主体”，而这个

主体能够与民粹政治形成一种呼应关系。这个时候，民粹型的领袖就能够驱使人民来实现他

们的愿望。民粹政治的一个核心就是如何塑造和召唤人民。民族主义、宗教上的末世论和乌

托邦政治思想都曾经在这个方面发挥很大作用。即使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借助“we people”

这样的表述来扩展它的代表性。因此，民粹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它的一套完整的历史



 

 

叙述，很容易给民众一种命运的参与感和使命感，历史的道路似乎很明显地摆在人民的面前。

这种叙述往往是这样展开的，它会告诉你，我们的先民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生活的筚路蓝

缕的历程，然后告诉你我们现在是正在遭受一种怎样的压迫和剥削，最后给你指明一个未来

的方向。这样一个包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宏大叙事是民粹政治形成的重要依据，是被编

织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这种民粹政治会使人民在日常生活寻找领袖的话语的合理性。民

粹政治与民主政治非常相象，在民粹政治里，人民存在被动员的欲望与热情，有一种强烈的

使命感与参与感。这种参与感、以及因此带来的创造历史感和身份认同，使民粹政治下的人

民获得一种巨大的心理满足。如果纯粹从投票民主的角度来对它进行考察的话，它是满足形

式民主的要求的。但是，如果我们用上述民主的三个标准来审视这种民粹政治的话，就会发

现有两个标准它是无法给予满足的。正当性是民粹政治很容易满足的，因为关于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历史叙事和人民的强烈的参与感很容易赋予他们的行为一种历史的合法性的，民粹

政治也是有一个合理性的基础的，例如 1960 年代的中国，当时的任何行为、事件、决定和

发展都是根据一套宏大的历史叙事作出的，都可以给予一个为何如此的神圣理由。但是，民

粹政治其实是无法满足合理性的要求的。合理性的核心是当一个方案提出时应该允许别人对

它提出质疑和批评，应该是对话性的。然后必须给予一个说法或理由。提出一个理由是证成

合理性的一个必要而且必须的步骤。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不停顿的一步步交代理由的过程。那

么民粹政治的弱点在哪里呢？民粹政治是通过一套大的历史叙述来提供合理性的要求。但是

民粹政治提供理由有一个终极点，就是说当到了一定程度就不会再提供理由。它不允许人民

去怀疑那个大的历史叙事，不允许去怀疑那个最后的历史终极目标。根据常识性的理解，民

主政治恰恰不允许存在这样一种逻辑。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一个不断的批判性的

反思过程，而民粹政治如果遭到一种追根究底的追问，它的整个基础就遭到了摧毁。民粹政

治也不能满足公共性的要求。公共性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通常我们通过公民身份的方式

去认识公共性。我认为所谓公共性的内涵就在于，一个事件、决定之所以具有公共性即意味

着它具有普遍参与性。普遍参与的意思就是某个人不能把另外一个人排除在外面。它的意思

就是必须承认他人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具有同样的分量，不能忽视别人的意见。同样的分量

就是首先别人是一样的自由的，其次别人与自己在作为表达意见的个体这一点上是平等的。

在民主政治里，它的参与者身份是公民。公民是一个去除了籍贯、阶级、姓名、地位的抽象

的身份，简单说它是一个由权利与义务所界定的身份和行为方式。民主政治的意义就在于，

参与者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民粹政治否定这种说理的方式，它不会把持不同意见的个体

看成政治的潜在的参与者。从古希腊到现代的阿伦特，都对公民以怎样的公共性身份在公共



 

 

活动中参与政治这一问题表达过观点。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来说明公共性

的概念。当哈贝马斯在谈论沟通理论的时候，他的意思决不仅仅是在讨论一种纯粹的语言交

往行为或众多可能性伦理中的一种，而在于怎样让自由而平等的个人进行说理的活动。自由

而平等的个人要进行说理的活动，除了进行哈贝马斯的沟通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因为

他的分析是从最基础的语言的预设切入的。当我们期望把民主的政治从选民政治拉扯到公民

的政治，就必须在社会上建立一个尽量广泛的公共的说理性机制，不应该用任何脚色或空间

来对这种机制进行界定，因为一旦界定就使这种说理机制成了某个特定领域的事物。它预设

了说理活动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些条件，那么民主政治就可能会蜕变成选举政治或民

粹政治。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公共性的说理机制，才能避免上述情形。因为社会情景的差异，

因为要处理的社会议题的不同，所以如何通过公共性的说理机制来确保民主政治的方式自然

也不一样。尽管每一个议题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程度会有差异，但一个基本的假定在于，当

我们作为公民的时候，不能排斥任何一个公民的参与，不能禁止他对任何意见进行说理的质

疑的自由。 

我今天所做的主要是一套规范性的论述。在政治里面，永远要面对两件事情。一个是现

状如何，一个是可能性如何。一定要有份现实主义，一定要有份理想主义，一定要有份实用

主义，一定要有份乌托邦理念。如果只关注现状而不关注可能性，那么政治就不会向前发展，

也不可能对现状发展出批判。最后就会后退到公民成了“安静的子民”或整个社会进入敌我

状态。不可能与对方对话，也不会去争取什么。对政治进行思考，不能只是着眼于现实，而

必须同时考虑一些规范性的问题。我对民主的三个标准就是一个从现状到规范的一个论述。

也是从现在相信的东西推导出我们应该相信的东西。这种分析既立足于现实的景况，同时又

包含了理想性和批判性，因此并不是一种距离现实遥远的纯粹的规范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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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ar as politics is concerned it must face to two things for ever. One is the reality of politics 

and the other is the possibility of it .We should have realism and idealism. We should have practicality 



 

 

and utopia .If we only care about reality and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possibility politics can not develop and 

can not critic the development of reality. At last citizen will become quite slave or the whole society gets 

into isolating condition. It is no possible to dialogue with the other side and will not to try its best to gain. 

When we consider politics we should not only care about reality but also think some problems of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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